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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言对领导纳谏的影响机制： 

基于合法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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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团队建言的效能取决于领导纳谏，但既有研究多关注领导对员工个体建言的纳谏。基于合法性理论和群

体影响视角, 本文提出团队建言合法性(领导对团队建言正当性的评价)是解释领导纳谏的重要中介机制。此外，上

级领导开放性会强化该合法性认知向纳谏行为转化。本文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设计, 通过三个研究

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研究 1 采用被试内情景实验, 对团队建言和个体建言进行了被试内的操控, 进而比较领导对个

体建言和团队建言的合法性评价及其纳谏行为的差异。基于 179 名被试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与个体建言相比, 领

导对团队层面的建言合法性评价显著更高, 且该评价对其纳谏行为具有更强的积极影响; 研究 2 基于 99 名团队领

导的三阶段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了本文大部分假设; 研究 3 (包括研究 3a 和 3b)设计了 2 (团队建言：高 vs. 低) × 2 (上

级领导开放性：高 vs. 低)的被试间情景实验, 基于 350 名被试的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和支持了研究 2 的发现。

本文将建言纳谏机制由个体层面延伸至团队层面, 提出了基于合法性的解释视角, 并在细化领导纳谏行为维度的

同时, 扩展了合法性理论的解释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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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团队建言是团队成员集体主动向领导提出改

善 现 状 的 建 设 性 意 见 的 行 为 (Frazier & Bowler, 

2015), 其 对 优 化 团 队 运 作 和 提 升 效 能 至 关 重 要

(Liang et al., 2019)。然而, 团队建言的成效取决于

领导对建议的采纳和实施(Zhang et al., 2020), 即领

导的纳谏。现有研究聚焦于领导对员工个体建言的

纳谏, 强调领导对建言者专业知识的信任及对建议

实用性的评估(Krenz et al., 2019; Brykman & Raver, 

2023; Burris et al., 2017)。但团队建言作为集体行为, 

其影响机制与个体建言存在显著差异：它不仅凝聚

团队力量产生更强的影响力(Vestergren et al., 2019), 

还构成了普遍性事实(Salancik & Pfeffer, 1978), 向

领导传递行为参照信息(Deutsch & Gerard, 1955)并

施加群体压力(Ditrich et al., 2019; Wu et al., 2023)。

因此, 本文将领导纳谏研究从个体拓展至团队层面, 

探究团队建言如何以及何时影响领导的纳谏行为？ 

基于合法性理论(Suchman, 1995), 本文提出

“团队建言合法性”这一新构念作为核心中介, 其指

的是领导认为团队建言在组织中正当且必要的程

度。合法性理论认为当某种行为被群体广泛实践, 

观察者会基于其普遍性及群体压力形成合法性判

断(Cialdini & Goldstein, 2004)。团队建言的普遍性

为合法性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并迫使领导为维系

自身权威(Petriglieri, 2011; Wu et al., 2023)而承认

其合法性 , 进而驱动领导采取支持行动(Bitektine 

& Haack, 2015; Suddaby et al., 2017)。基于决策层级

和风险差异, 本文聚焦两种纳谏行为：团队建言实

施和向上级领导(即领导的直属上级)传递团队建

言。此外, 引入上级领导开放性作为了跨层级合法

性信号(Detert & Burris, 2007), 探讨其在合法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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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图 
 

化为纳谏行为的边界作用。图 1 为本研究的理论

模型。 

1.1  团队建言与团队建言合法性 

团队建言是团队成员积极提出有关改进团队

运作建议的集体行为(Frazier & Bowler, 2015), 体

现了团队内成员积极参与建言行为的普遍程度。建

言 本 质 上 是 对 现 状 的 挑 战 , 可 能 威 胁 领 导 权 威

(Morrison & Milliken, 2000), 导致拒谏甚至惩罚

(Milliken et al., 2003)。但在团队情境中, 成员普遍

参 与 建 言 构 成 客 观 的 集 体 行 动 事 实 (Salancik & 

Pfeffer, 1978)。若领导应对不当, 不仅抑制建言效

能, 更可能被解读为漠视集体意志, 造成破坏性后

果(Hoang et al., 2023)。 

以往个体层面的纳谏机制难以解释这一现象, 

如建言内容特征(如价值性)、建言者可信度(如专业

知识)以及领导对建言动机的归因(如亲社会动机) 

(Burris, 2012)。这些研究强调领导对员工个体的认

可以及对建议实用性的工具性考量。不同于个体行

为 , 团队成员的一致行动构成客观的集体行为事

实。这种一致性和可见性, 既是领导判断该行为正

当性的关键信息来源, 也构成了维持权威和地位的

压力(Wu et al., 2023); 而忽视集体关切将损害其管

理公信力(Bitektine, 2011)。 

为此, 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Suchman, 1995)提

出“团队建言合法性”, 即团队领导对成员集体提出

建议的行为在组织内部具有正当性的评价。基于组

织合法性内涵(Alexiou & Wiggins, 2019), 它包含

三个维度：实用合法性, 即其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程

度; 道德合法性, 即其符合组织道德标准并出于集

体福祉考量的程度; 认知合法性, 其被视为组织运

作中不可或缺的常规行为的程度。首先, 实用合法

性指领导对团队建言为组织带来实际价值的预期, 

其核心是领导认为团队建言能够直接或间接提升

组织效能、解决现有问题或实现战略目标。例如, 流

程优化建议可能被视为降本手段, 技术创新提案可

能被视为增强竞争力的举措。这一维度体现了领导

对团队建言工具性价值的认可。其次, 道德合法性

指领导对团队建言遵从组织规范、价值观并实现集

体福祉的积极评估, 其核心是领导认为建言出于利

他动机且过程正当。例如, 改善员工福利的提议可

能被领导认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而举报

违规行为则可能被解读为维护公正的道德责任。这

一维度反映了领导强调结果利他性和程序正当性

(Tost, 2011)。最后, 认知合法性涉及领导对建言的

被动评估, 代表领导将团队建言视为组织运作中必

要且常规化行为, 其核心是领导认为建言与组织现

有实践高度契合, 甚至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规。例如, 

在创新文化中团队频繁提建议会被领导视为正常

且必要 , 而在等级森严的组织中则可能被质疑越

权。这一维度揭示了领导对建言行为常规性与必要

性的认知内化 , 是一种事情本该如此的深层认知 , 

而非对具体利益或道德是非的权衡。 

该构念区别于建言内容(Liang et al., 2019)、建

言功能(Burris, 2012)、建言方式(Lam et al., 2019)

和建言动机(Hagedoorn et al., 1999), 以及工具理性

视角的建言质量(Farh et al., 2024)。建言质量探讨

“建言内容是否有用”, 而合法性探讨“建言行为是

否正当”, 这有助于揭示集体行为承载的群体信息

和压力如何影响领导的认知和纳谏。 

根据合法性理论, 行为的普遍性是合法性的重

要来源(Suchman, 1995)。团队建言水平越高, 其在

团队中越具有普遍性, 这种高度一致性和可见性向

领导传递出“这是团队成员普遍认同并参与的行

为”的清晰信号, 能有效降低领导决策的不确定性。

同时 , 高水平团队建言代表了“团队意志和承诺” 

(He et al., 2020), 对 领 导 形 成 更 强 的 群 体 压 力

(Cialdini & Goldstein, 2004)。为维护权威并履行职

责(Wu et al., 2023), 领导更倾向于顺应群体压力, 

给予此类行为更高的合法性评价。据此提出： 

H1：团队建言与团队建言合法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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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团队建言合法性与领导纳谏 

本文关注两种纳谏行为：团队建言实施与向上

传递团队建言(Burris, 2012; Fast et al., 2014)。二者

在决策层级和风险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实施属于

本级决策且风险主要在团队内部, 此举履行领导受

托人职责(Rousseau et al., 2018); 而向上传递则是

跨 层 级 代 理 且 风 险 涉 及 被 上 级 质 疑 管 理 能 力

(Dutton et al., 2001)。合法性评价不仅是认知判断, 

更 是 行 为驱动 力 (Suchman, 1995; Jacqueminet & 

Durand, 2020)。高合法性意味着领导判定该行为是

“正确的”且“值得支持的”, 这能降低其在回应建言

时的决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感知, 减少对利弊权衡的

需求(He et al., 2020; Morrison, 2011), 削弱其对建

言实施可能招致负面评价的顾虑, 从而增强其落实

建议的信心。同理, 当建言内容超出权限时, 高合

法性判断使领导确信建议内容值得被更高层级知

晓 , 且传递行为本身不会被上级解读为挑战权威

(Morrison & Milliken, 2000), 进而愿意承担“下情

上传”的角色。据此提出： 

H2a：团队建言合法性与团队建言实施正相关。 

H2b：团队建言合法性与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

建言正相关。 

基于上述推演, 团队建言通过提升普遍性信号和

群体压力, 增强领导的合法性判断, 进而促使领导实

施和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据此提出中介假设： 

H3a：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正向影响

领导团队建言实施。 

H3b：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正向影响

领导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 

1.3  上级领导开放性的调节作用 

上级领导开放性是领导感知其上级乐于倾听

并考虑下属想法的程度(Detert & Burris, 2007)。根

据合法性理论, 作为跨层级合法性信号(Tost, 2011), 

它显著影响合法性认知向纳谏的转化。 

在建言实施方面, 当上级开放性越高时, 团队

领导越能感知到上级支持创新的态度, 进而能够有

效 降 低 其 实 施 建 言 的 风 险 与 不 确 定 性 (Detert & 

Burris, 2007; Morrison, 2011), 增强其将合法性判

断转化为实施行为的意愿和信心。反之, 上级开放

性越低 , 领导越担忧上级会将团队建言视为威胁

(Burris, 2012), 即使认可团队建言合法性, 也可能

因缺乏跨层级领导支持而削弱其实施意愿, 加剧其

对建言执行后果的负面预期(如问责或资源撤回), 

进而降低其将团队建言合法化认知转化为实施行

为的意愿。据此提出： 

H4a：上级领导开放性调节团队建言合法性对

领导团队建言实施的正向影响。上级领导开放性越

高(低), 团队建言合法性对团队建言实施的正向影

响越强(弱)。 

结合 H3a, 我们进一步提出调节中介效应的假设： 

H5a：上级领导开放性调节团队建言通过团队

建言合法性对领导团队建言实施的间接影响。上级

领导开放性越高(低), 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

性对团队建言实施的正向间接影响越强(弱)。 

在向上传递方面, 当团队领导感知上级越开放, 

越认为上级传递了接纳下级意见的明确信号(Fast 

et al., 2014), 促使团队领导认为团队建言与上级倡

导的价值协同, 还有效降低跨层级传递的人际风险

感知(Detert & Treviño, 2010)。反之, 上级开放性越

低, 领导越担忧上级将团队建言视为威胁或加剧领

导自身对建言传递后果的负面预期(如担忧被上级

质疑其管理能力或损害其与上级的关系) (Burris, 

2012)。据此提出： 

H4b：上级领导开放性调节团队建言合法性对

领导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的正向影响。上级领

导开放性越高(低), 团队建言合法性对向上级领导

传递团队建言的正向影响越强(弱)。 

结合 H3b, 我们进一步提出调节中介效应假设： 

H5b：上级领导开放性调节团队建言通过团队

建言合法性对领导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的间

接效应。上级领导开放性越高(低), 团队建言通过

团队建言合法性对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的正

向间接影响越强(弱)。 

综上, 本研究通过三个子研究交叉验证假设模

型：研究 1 采用被试内情景实验, 验证团队(集体)

相较于员工(个体)对领导合法性评价和纳谏行为的

更强影响力; 研究 2 采用问卷调查在真实组织管理

中检验整体模型; 研究 3 采用被试间实验在严格受控

条件下再次验证完整模型, 以增强结论的内部效度。 

2  研究 1：被试内情景模拟法 

研究 1 采用情景模拟法(Kokkoris et al., 2019)

对团队建言和个体建言进行了被试内的操控, 验证

团队领导对两种类型的建言(建言内容相同, 但个

体和团队的建言对象不同)所做出的合法性评估是

否存在显著差异。该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本文的

核心推理和贡献是否成立, 即团队领导是否会受到

团队建言作为一个集体行为(vs.个体建言)更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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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从而对团队建言(vs.个体建言)做出更高的合

法性评估和表现出更多的领导纳谏行为。 

2.1  方法 

2.1.1  被试 

本研究使用一个预注册的单因素被试内设计

的实验研究1, 通过见数网站(https://www.credamo. 

com)所提供的样本服务对被试进行问卷发放。根据

实验设计(单因素被试内, 包括两水平), 将 α 值设

置为 0.05, 效应量设置为 0.3。由于是问卷调查, 变

异往往较大, 所以预期效应量一般较小(Cheung et 

al., 2005), Power 值设为 0.80, 通过软件 G*Power

计算所得的建议样本量为 90 名(Faul et al., 2009)。

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样本量及结果的稳定性, 本研究

共收集 180 个样本, 最终有效样本 179 个2。其中, 

女性占 60.34%, 平均年龄 31.39 周岁(SD = 9.00), 

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占 86.03%。实验结束后, 被试

人均获得 3 元人民币的填答金。在实验前, 每个被

试充分知晓实验要求, 并同意参与本实验。 

2.1.2  程序及测量 

为避免被试体验不同情景的先后顺序(如先 A

后 B vs. 先 B 后 A)影响实验结果(练习、疲劳、迁

移等效应 ), 我们采用了平衡顺序设计 (Keppel & 

Wickens, 2004)。被试被随机分配参加“先团队建言

情景、后个体建言情景”或“先个体建言情景、后团

队建言情景”的实验组。该方法能够更公平、更准

确地比较不同情景之间的真实差异。具体的实验操

控情景是被试想象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产品研发

部的团队负责人, 带领一个由 6 名团队成员组成的

核心团队, 在某次项目进度会议时需根据团队集体

或团队内某个成员所提出的新项目推广策略进行

合法性评价和纳谏行为的评价。其中, 在“先团队建

言情景、后个体建言情景”的实验组, 被试先阅读由

团队集体(如我们 6 个人)提出一项针对团队研发的

新项目的推广策略的材料, 然后汇报对该情景所涉

及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评估以及两种纳谏行为。被试

随后回答一些与本研究无关的题目以防止迁移效

应。然后, 被试继续阅读由员工个人(如我个人)提

出的跟团队建言内容完全一样的建言材料, 并汇报

对该情景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评估以及纳谏行为。

在“先个体建言情景、后团队建言情景”的实验组, 

被试则先阅读个体建言情景的材料, 填写与本研究

无关的题目, 随后阅读团队建言情景的材料。最后, 

                                                           
1 PreregisterID: 202507.00006V1。 
2 1 名被试注意力检测题项未通过。 

被试汇报他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包括年龄、性别

和教育水平。具体的实验研究情景详见附件。综上, 

我们通过操纵建言的主体(团队集体 vs.成员个体)

来区分团队建言和个体建言, 重点突出集体行为普

遍性和团队单个成员的个体行为的区别, 而其他所

有内容均保持一致。 

我们在研究 3 分别测量了针对团队建言和个体

建言的合法性、建言实施和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

所有测量题项均与研究 1 保持一致。这三个变量在

团队建言情景下的信度分别为 0.81、0.72 和 0.56, 

在个体建言情景下的信度分别为 0.95、0.93 和 0.91。

此外, 我们还测量了被试在多大概率上会实施建言

和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 

2.1.3  操作检验 

为了验证团队建言情景和个体建言情景对建

言主体(团队集体  vs. 成员个体)是否成功实现操

纵, 被试需要回答问题“以上情景的建议是由谁提

出的？”, 179 名被试均正确识别了团队建言和个体

建言两种情景下的建言主体。同时, 本文对团队建

言情景和个体建言情景下的具体建言内容进行了

操纵检验, 被试需要回答操纵问题“团队集体和员

工个人的建议内容是否相同？”, 179 名被试都指出

团队建言情景和个体建言情景的建言内容是一样的。 

2.2  结果及讨论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建言主体对建言合法

性判断存在显著影响。如表 1 所示, 建言合法性在

团队建言情景下(M 团队建言 = 4.18, SD 团队建言 = 0.04)

显著高于个体建言情景下(M 个体建言 = 3.59, SD 个体建言 = 

0.82)的水平, Mdiff = 0.59, t(178) = 9.05, p < 0.001, 

95% CI = [0.462, 0.720], Cohen’s d = 0.90。同样, 配

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建言主体对领导纳谏行为存

在显著影响。建言实施在团队建言情景下(M 团队建言 = 

4.35, SD 团 队 建 言  = 0.44)显著高于个体建言情景下

(M 个体建言 = 3.71, SD 个体建言 = 0.95)的水平, Mdiff = 

0.64, t(178) = 8.88, p < 0.001, 95% CI = [0.497, 

0.782], Cohen’s d = 0.84。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在团

队建言情景下(M 团队建言 = 4.45, SD 团队建言 = 0.41)显

著高于个体建言情景下(M 个体建言 = 3.89, SD 个体建言 = 

0.95)的水平, M diff = 0.56, t (178) = 7.93, p < 0.001, 

95% CI = [0.422, 0.702], Cohen’s d = 0.74。 

此外, 如表 2 所示,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建言实施的概率在团队建言情景下(M = 81%, SD = 

0.15)也显著高于在个体建言情景下的概率 (M  = 

64%, SD = 0.26), Mdiff = 17%, t(178) = 10.33,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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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言主体(团队 vs. 个体)在建言合法性及领导纳谏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因变量 团队建言均值 个体建言均值 均值差 t Cohen’s d 

建言合法性 4.18 (0.04) 3.59 (0.82) 0.59** 9.05 0.90 

建言实施 4.35 (0.44) 3.71 (0.95) 0.64** 8.88 0.84 

向上级传递建言 4.45 (0.41) 3.89 (0.95) 0.56** 7.93 0.74 

注：N = 179; **p < 0.01. 

 
表 2  建言主体(团队 vs. 个体)在领导纳谏概率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因变量 团队建言均值 个体建言均值 均值差 t Cohen’s d 

建言实施概率 81% (0.15) 64% (0.26) 17%** 10.33 0.78 

向上级传递建言概率 87% (0.14) 70% (0.27) 17%** 8.96 0.74 

注：N = 179; **p < 0.01. 

 

0.001, 95% CI = [0.140, 0.206], Cohen’s d = 0.78。向

上级领导传递建言的概率在团队建言情景下(M = 

87%, SD = 0.14)也显著高于在个体建言情景下的概

率(M = 70%, SD = 0.27), Mdiff = 17%, t(178) = 8.96, 

p < 0.001, 95% CI = [0.130, 0.204], Cohen’s d = 0.74。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团队领导对团队建言的合

法性判断显著强于其对个体建言所做出的合法性

判断。即使建言内容完全一样, 当建言主体从个体

成员转变为团队集体时, 团队(相较于个体)建言行

为会显著促使领导赋予该建言行为更高的合法性

判断, 进而更倾向于采纳该建言或将其向上级领导

传递。 

为进一步检验领导感知的建言合法性在建言

主体(团队集体 vs. 成员个体)影响领导纳谏行为过

程中的中介作用 , 本研究以建言主体作为自变量 , 

领导感知的建言合法性作为中介变量, 领导的两种

纳谏行为(包括建言实施和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作

为因变量, 采用基于 Bootstrap 的中介效应程序进

行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4)。本研究是属于单

因素两水平被试内实验设计, 因此采用王阳和温忠

麟(2018)的基于两水平被试内设计的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 使用 Mplus 8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检验结果(表 3)发现, 建言合法性在建言主体

和建言实施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Ind = 0.50, SE = 

0.05, 95% BC CI = [0.398, 0.614], 建言合法性在建 

 

言主体和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之间的中介效应显

著, Ind = 0.48, SE = 0.06, 95% BC CI = [ 0.368, 

0.612]。检验结果同样发现建言合法性在建言主体

和建言实施概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Ind = 0.10, 

SE = 0.02, 95% BC CI = [0.068, 0.128], 建言合法性

在建言主体与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概率之间的中

介效应显著, Ind = 0.11, SE = 0.02, 95% BC CI = 

[0.079, 0.150]。以上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领导感知的

建言合法性在建言主体与领导纳谏行为之间的中

介作用：相较于个体建言, 团队建言通过建言合法

性对领导纳谏的正向作用更强。 

研究 1 仅检验了本文所提出的核心理论推理, 

即证实了相较于个体建言, 团队建言能够对领导产

生更强的影响, 促使其做出更高的建言合法性判断, 

进而促进其纳谏行为。然而, 研究 1 未对本文的理

论模型进行整体性检验。鉴于此, 研究 2 深入真实

的组织管理情境, 采集了三轮次问卷调研数据, 旨

在进一步全面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 

3  研究 2：横断的三阶段自评研究
问卷 

3.1  方法 

3.1.1  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本研究选取华北地区某大型乳品企业作为调

研对象收集样本数据去验证研究假设。参与调查的 

表 3  建言合法性的中介效应结果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 标准误 95%BC CI 

建言主体 → 建言合法性 → 建言实施 0.50 0.05 [0.398, 0.614] 

建言主体 → 建言合法性 → 向上级传递建言 0.48 0.06 [0.368, 0.612] 

建言主体 → 建言合法性 → 建言实施概率 0.10 0.02 [0.068, 0.128] 

建言主体 → 建言合法性 → 向上级传递建言概率 0.11 0.02 [0.079,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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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领导均来自该企业销售部门。研究团队首先联

系了公司高层管理者与人力资源经理, 阐明研究目

的与内容, 并获取了销售团队领导所处工作环境及

其所领导团队的基本信息。在征得公司同意后, 人

力资源经理协助研究者担任企业内部联络人, 协调

并安排调研问卷的数据采集工作。研究样本为公司

的销售团队, 由销售经理和派驻各城市区域的销售

员共同组成。销售团队内部存在常规化的工作汇报

机制, 团队成员(如销售人员)需定期向团队领导(如

销售经理)汇报工作进展与问题, 领导对团队运作

状况及成员意见具有充分的了解。基于此团队结构

与互动特征, 该调研情境是符合本研究的样本要求

的。在人力资源部门协助下, 研究者共邀请 99 名团

队领导参与调查。所有被试均被告知调查属自愿参

与, 其回答将被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目的。

调查结束后, 研究者向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了基

于调查结果的咨询报告, 并向被试支付填答金。 

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对假设检验的潜在影响

(Podsakoff et al., 2012), 本研究采用三阶段时点设

计收集数据, 相邻时点间隔两周。正式调查前, 首

先收集全部 99 名团队领导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学历和工作年限)。在时

间点 1, 邀请被试根据自身观察的实际情况评价团

队建言, 回收有效问卷 79 份(有效回收率 80%)。在

时间点 2(间隔两周后), 继续邀请被试评价团队建

言判断, 回收有效问卷 78 份(有效回收率 79%)。在

时间点 3(再次间隔两周后), 邀请被试评价团队建

言实施、向上级(直属)领导传递团队建言的行为以

及上级领导的开放性感知, 回收有效问卷 81 份(有

效回收率 81%)。 

本研究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对缺失

值进行建模(Little & Rubin, 2002), 通过使用列表

删除(即没有缺失值)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

显示两者的统计结论保持不变。FIML 不会填充缺

失的值, 相反, 它使用来自观测数据的信息来估计

模型的参数。其通过变量间协方差信息迭代估计参

数 , 使不同相关分析自动适配最大可用配对数据 , 

从而产生更准确的估计并减少偏差, 提供分析的统

计能力。参与调研的团队领导中, 平均年龄为 33.43

岁(SD = 4.66), 平均任职年限为 8.15 年(SD = 4.14), 

55.56%的领导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3.1.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变量的测量题项均为国

际英文期刊上广泛应用的成熟英文量表。所有的原

始英文测量题项都通过标准的反向翻译过程翻译

为中文(Brislin, 1983)。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均采用 5

点 Likert 计分, 1 表示“非常不同意”, 5 表示“非常同

意”。 

团队建言是采用 Venkataramani 等(2016)开发

的 4 题量表。根据研究需要, 我们做出对应的修改, 

将原始题目中“这个员工”替换成“我所带领的团队”

或“团队”。示例题目包括“团队就改进团队工作程

序或流程向我提出建议”等。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77。 

团 队 建 言 合 法 性 的 测 量 是 采 用 Alexiou 和

Wiggins (2019)开发的 12 题量表。根据本文所提炼

的构念含义, 我们将原始题目中的“组织”或“组织

实践”替换成“团队建言”。示例题目包括“我认为团

队建言是对公司有利的”(实用合法性)、“大多数人

认为团队建言是符合道德标准的”(道德合法性)和

“我认为团队建言是有必要的”(认知合法性)。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93。 

上级领导开放性的测量采用 Detert 和 Burris 

(2007)开发的 4 题量表。团队领导根据其对上级领

导的观察，汇报其对上级领导开放性的评价, 反映

了团队领导对上级行为和表现的解读以及个体感

知。示例题目如“他/她对下属的想法感兴趣”。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84。 

团队建言实施的测量是采用 Zhou 和 George 

(2001)开发的 4 题量表。根据研究背景, 我们做出

适当改编, 将原始题目中的“创新想法”替换成“团

队建言”。示例题目如“我会落实团队所提出的建议, 

使之转化成有用的实践”。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94。 

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的测量采用 Detert 和

Edmondson (2011)开发的 3 题量表。根据研究背景, 

我们做出适当改编, 将原始题目中的“保留”替换成

“向上级领导传达”。示例题目如“我会向上级领导

传达我们团队有关提升工作效率的建议”。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92。 

控制变量的测量包括团队领导的年龄、教育程

度及公司任职年限。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领导对团

队建言的判断和评估(Zhang et al., 2020)。 

3.2  研究结果 

3.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法验证核心变量之

间的区分效度, 包括团队建言、团队建言合法性、

团队建言实施与向上级领导传递(如表 4 所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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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本量的影响, 原始测量模型的估计参数与样

本量的比值高于参数与样本量的比例值 1:5 的准则

(Bentler & Chou, 1987), 因此, 本文采用“打包法”

题项的方法, 根据团队建言合法性的三个维度(实

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进行题项打

包(Landis et al., 2000)。结果显示, 五因子的基础模

型取得了良好的拟合度 (χ2(118) = 225.48, CFI = 

0.92, TLI = 0.90, SRMR = 0.09, RMSEA = 0.10)。而

4 种替代因子模型(表 4)与实际观测数据之间的拟

合度较差, 卡方检验和模型拟合指数都显示假设模

型与替代模型之间差异显著。因此, 本文所涉及的

核心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满足后续数据分析

的要求。 

3.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5 汇报了所有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相关

系数以及本研究的核心变量的信度值, 从表中可以

看出, 所有变量的信度值都大于 0.7, 满足后续数

据分析的要求。 

3.2.3  假设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本文采用 Mplus 8.0 进行路径

分析, 并使用 bootstrapping 抽样法对中介效应进行

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4)。路径分析结果表明

(表 6), 团队建言与团队建言合法性显著正相关, B 

= 0.44, SE = 0.11, p = 0.000, 支持 H1; 团队建言合

法性与团队建言实施显著正相关, B = 0.34, SE = 

0.14, p = 0.017, 支持 H2a; 团队建言合法性与向上

级领导传递边际显著, B = 0.27, SE = 0.14, p = 0.054, 

部分支持 H2b。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表 7), 团队

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显著正向影响领导团队

建言实施, Ind = 0.14, 95% BC CI = [0.038, 0.336]和

向上级领导传递, Ind = 0.12, 95% BC CI = [0.008, 

0.294], 支持 H3a 和 H3b。 

表 8 展示了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与假设预期

不一致, 结果发现团队建言合法性和上级领导开放

性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建言实施的影响不显著, B = 

−0.02, SE = 0.21, p = 0.931, 因此未能支持 H4a; 调

节中介指数也不显著, MM index = −0.01, 95% BC 

CI = [−0.176, 0.199], 未能支持 H5a。与预期假设一

致的是团队建言合法性和上级领导开放性的交互

效应对领导向上级领导传递的影响显著, B = 0.34, 

SE = 0.16, p = 0.034。当上级领导开放性高时, 团队

建言合法性与向上级领导传递显著正相关, Slope = 

0.36, SE = 0.17, 95% BC CI = [0.070, 0.741]; 当上

级领导开放性低时, 团队建言与向上级领导传递相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组合方式 χ2 df Δχ2 CFI TLI SRMR RMSEA

五因子模型 基准模型 225.48 118  0.92 0.90 0.09 0.10 

四因子模型 合并团队建言和团队建言合法性题项 262.64 122 37.16** 0.90 0.87 0.11 0.11 

三因子模型 合并团队建言和团队建言合法性 ; 合并团

队建言实施和向上级领导传递的题项 

265.91 125 40.43** 0.90 0.87 0.10 0.11 

二因子模型 合并团队建言和团队建言合法性 ; 合并团

队建言实施、向上级领导传递和上级领导开

放性的题项 

400.22 127 174.74** 0.80 0.76 0.12 0.15 

单因子模型 合并所有变量题项 491.58 128 266.10** 0.74 0.68 0.14 0.18 

注：N = 91; *p < 0.05, **p < 0.01. 
 

表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以及信度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年龄(岁) 33.43 4.66         

2.教育水平 2.53 0.56 0.03        

3.公司任职年限 8.15 4.14 0.38** 0.03       

4.团队建言 4.23 0.56 0.19 −0.01 0.03 (0.77)     

5.团队建言合法性 4.33 0.53 0.20 0.01 0.09 0.49** (0.93)    

6.上级领导开放性 4.18 0.77 −0.04 −0.09 0.03 0.32** 0.41** (0.84)   

7.团队建言实施 4.32 0.54 0.02 −0.03 0.11 0.43** 0.48** 0.63** (0.94)  

8.向上级领导传递 4.32 0.53 0.05 −0.12 0.13 0.46** 0.44** 0.60** 0.85** (0.92) 

注：变量的样本量分别为 99, 99, 99, 79, 78, 81, 81。变量均值/标准差是基于每轮变量全有效样本(T0: N = 99; T1: N = 79; T2: N = 78; 

T3: N = 81), 相关系数则基于配对有效样本; *p < 0.05, **p < 0.01; 教育水平：1 = 中专/高中; 2 = 大专; 3 = 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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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团队建言合法性 团队建言实施 向上级领导传递 

年龄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教育水平 0.04 (0.09) −0.05 (0.10) −0.12 (0.10) 

公司任职年限 0.004 (0.01) 0.02 (0.01) 0.02 (0.01) 

团队建言 0.44** (0.11) 0.30* (0.13) 0.34* (0.13) 

团队建言合法性  0.34* (0.14) 0.27† (0.14) 

R2 0.25 0.30 0.31 

注：N = 99; *p < 0.05, **p < 0.01, †p < 0.10 

 
表 7  中介效应及调节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95% BC CI 

中介效应路径    

团队建言→团队建言合法性→团队建言实施 0.14 (0.07) 0.038 0.336 

团队建言→团队建言合法性→向上级领导传递 0.12 (0.07) 0.008 0.294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调节中介指数 0.16 (0.09) 0.008 0.348 

低上级领导开放性(−1 SD) −0.07 (0.08) −0.235 0.088 

高上级领导开放性(+1 SD) 0.17 (0.10) 0.037 0.423 

注：N = 99; *p < 0.05, **p < 0.01, †p < 0.10. Boostrapping = 2, 000 

 

表 8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团队建言合法性 团队建言实施 向上级领导传递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教育水平 0.04 (0.09) 0.01 (0.09) −0.13 (0.10) 

公司任职年限 0.003 (0.01) 0.01 (0.01) 0.01 (0.01) 

团队建言 0.46* (0.11) 0.18† (0.10) 0.27* (0.18) 

团队建言合法性  0.19 (0.13) 0.10 (0.12) 

上级领导开放性  0.36** (0.10) 0.31** (0.10) 

团队建言合法性×上级领导开放性  −0.02 (0.21) 0.34* (0.16) 

R² 0.27 0.49 0.52 

注：N = 99; *p < 0.05, **p < 0.01, †p < 0.10 

 

关性不显著, Slope = −0.16, SE = 0.17, 95% BC CI = 

[−0.434, 0.265]。调节效应如图 2 所示, 因此支持

H4b。如表 7 所示, 调节中介指数的结果显著, MM 

index = 0.16, 95% BC CI = [0.008, 0.348]。当上级领

导开放性高时, 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影响

向上级领导传递的间接效应正向显著, Ind = 0.17, 

SE = 0.10, 95% BC CI = [0.037, 0.423]; 当上级领导

开放性低时, 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影响向

上级领导传递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Ind = −0.07, SE = 

0.08, 95% BC CI = [−0.235, 0.088], 因此支持 H5b。 

 
 

图 2  上级领导开放性对团队建言合法性与向上级领导

传递团队建言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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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结果及讨论 

研究 2 的结果表明, 团队建言合法性分别中介

了团队建言对团队建言实施和向上级领导传递的

正向影响。此外, 上级领导开放性不仅强化了团队

建言合法性和向上级领导传递的正向关系, 也进一

步增强了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影响向上

级传递的间接正向效应。然而, 尽管研究 2 采用了

三轮次(每轮间隔两周)的问卷调查设计, 但横截面

数据结果难以确立因果关系的推断。鉴于此, 我们

开展了实验研究 3, 旨在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假设

中的因果逻辑 , 并在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的前提下 , 

对包含调节效应在内的完整理论模型进行再次检验。 

4  研究 3：被试间情景模拟法操纵
团队建言及上级领导开放性 

研究 3 采用情景模拟法(Kokkoris et al., 2019)

对团队建言和上级领导开放性进行了被试间的操

控(与研究 1 的被试内操控不同)。由于本研究两种

领导纳谏行为涉及领导不同权限情境, 我们设计了

两个平行的子研究：研究 3a 关注领导权限内的团

队建言实施行为, 研究 3b 关注领导权限外的建言

向上级传递行为。 

4.1  方法 

4.1.1  被试 

本研究使用一个预注册 2 (团队建言：高 vs. 

低) × 2 (上级领导开放性：高 vs. 低)被试间的在线

情 景 实 验 研 究 3 , 通 过 见 数 网 站 (https://www. 

credamo.com)所提供的样本服务对被试进行问卷发

放。根据实验设计, 将 α 值设置为 0.05, 效应量设

置为 0.25。由于是问卷调查, 变异往往较大, 所以

预期效应量一般较小(Cheung et al., 2005), Power 值

设为 0.80, 通过软件 G*Power 计算所得的每个子研

究建议样本量为 179 名(Faul et al., 2009)。为了尽可

能的增加样本量及结果的稳定性, 本研究的每个子

研究收集 200 个样本, 共招募 400 名被试参与实验

研究。两个子研究的被试都被随机分配至四个实验

情景之一。被试被告知参与是完全自愿的, 所有回

答将被保密, 可以随时退出实验。每位被试在完成

研究后获得人民币 2 元作为报酬。研究 3a 最终样

本由 1844名被试组成, 其平均年龄为 32.81 岁(SD = 

                                                           
3 PreregisterID: 202511.00056V1。 
4 剔除 16 名被试, 其中 9 名被试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项, 7 名被

试的题项选择全部一致以及作答时间不足 60 秒。 

8.39)。其中, 110 名为女性(占 59.78%)。64.1%的被

试拥有学士学位, 21.2%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研究

3b 最终样本由 1665名被试组成 , 其平均年龄为

32.17 岁(SD = 8.82)。其中, 94 名为女性(占 56.63%)。

71.1%的被试拥有学士学位, 18.7%拥有硕士或以上

学位。 

4.1.2  程序及测量 

研究 3a 和研究 3b 采用相同的实验程序和操纵

材料。两个研究的唯一区别在于团队建言的具体内

容所涉及的领导权限不同。被试被要求想象自己是

中国西北地区一家大型乳制品公司的销售经理, 目

前带领一个 8 名销售人员组成的销售团队。其担任

销售经理已经三年, 对日常团队管理和销售业务都

很熟悉。被试被告知其直属上级领导是负责华南和

华中两大区域的销售总监王总(此姓可为男性或女

性), 拥有丰富的行业和管理工作经验 , 既负责制

定公司的销售政策, 也对区域内的销售业务进行全

面统筹。在日常工作中, 王总也会对其工作给予指导。 

在收到通用指导语后, 被试阅读了旨在操纵团

队建言行为和上级领导开放性的情景材料。为增强

实验研究的心理真实感(Aronson et al., 1985), 我们

遵循了 Tröster 和 Quaquebeke (2021)的建议, 借鉴

了先前基于情景的实验研究。我们的高低水平团队

建言的情景是基于 Venkataramani 等(2016)开发的

团队建言量表编写的, 高低水平上级领导开放性的

情景是基于 Detert 和 Burris (2007)开发的开放性量

表编写的。被试随后评估了团队建言合法性。接着, 

被试被要求根据团队建言的内容决定有多大概率

实施团队建言(研究 3a)或向上级领导传递团队建言

(研究 3b)。情景材料的具体内容和细节详见附件 B。

最后, 两个子研究的被试都被要求根据情景内容评

价团队建言和上级领导开放性以完成操纵检验, 并

提供其人口统计信息。 

我们在研究 3a 和 3b 分别测量了团队建言合法

性, 团队建言及上级领导开放性。所有测量题项均

与研究 1 保持一致。这三个变量在研究 3a 的信度

分别为 0.96、0.95 和 0.95, 在研究 3b 的信度分别

为 0.98、0.95 和 0.96。此外, 我们还测量了被试在

多大概率会实施团队建言(研究 3a)和向上级领导传

递团队建言(研究 3b)。 

                                                           
5 剔除 34 名试被, 其中 18 名被试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项, 16 名

被试题项选择全部一致以及作答时间不足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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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操作检验 

我们对研究 3a 和 3b 都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

以评估团队建言和上级领导开放性操纵的有效性。

研究 3a 的结果显示, 高团队建言条件下的团队建

言的平均值(M = 4.41, SD = 0.43)显著高于低团队

建言条件下的团队建言的平均值(M = 1.86, SD = 

0.69), t(182) = 30.15, p < 0.001, Cohen’s d = 4.44, 

95% CI = [3.903, 4.983]。对于上级领导开放性, 高

上级领导开放性条件下的上级领导开放性的平均

值(M = 4.38, SD = 0.31)显著高于低上级领导开放

性条件下的上级领导开放性的平均值(M = 2.15, SD 

= 0.61), t(182) = 31.10, p < 0.001, Cohen’s d = 4.59, 

95% CI = [4.034, 5.139]。这些结果证实了研究 3a

中团队建言和上级领导开放性的操纵是成功的。研

究 3b 的结果显示, 高团队建言条件下的团队建言

的平均值(M = 4.35, SD = 0.46)显著高于低团队建

言条件下的团队建言的平均值 (M = 2.02, SD = 

0.87), t(164) = 21.39, p < 0.001, Cohen’s d = 3.32, 

95% CI = [2.848, 3.789]。对于上级领导开放性, 高

上级领导开放性条件下的上级领导开放性的平均

值(M = 4.32, SD = 0.43)显著高于低上级领导开放

性条件下的上级领导开放性的平均值(M = 1.69, SD 

= 0.43), t(164) = 39.24, p < 0.001, Cohen’s d = 6.09, 

95% CI = [5.364, 6.808]。这些结果证实了研究 3b

中团队建言和上级领导开放性的操纵是成功的。 

4.2  结果及讨论 

4.2.1  研究 3a 结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高团队建言条件

下团队建言合法性的平均值(M = 4.25, SD = 0.32)

显著高于低团队建言条件下的团队建言合法性的

平均值(M = 3.45, SD = 1.02; F (1, 182) =50.67, p < 

0.001), 因此支持 H1。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本文

采用 Mplus 8.0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表 9 模型一), 团队建言与团队建言合法性显著正

相关, (B = 0.80, SE = 0.11, p = 0.000, 支持 H1; 团

队建言合法性与团队建言实施显著正相关 , B = 

0.12, SE = 0.02, p = 0.000, 支持 H2a。我们使用

bootstrapping 抽样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4)。结果显示, 团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

合法性显著正向影响领导团队建言实施, Ind = 0.10, 

SE = 0.02, 95% BC CI = [0.059, 0.140], 支持 H3a。

H4a 和 H5a 分别提出调节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回归分析结果(表 9 模型二)发现团队建言合法

性和上级领导开放性的交互作用对团队建言实施

的影响不显著, B = 0.03, SE = 0.05, p = 0.498, 因此

未能支持 H4a; 调节中介指数也不显著, MM index 

= 0.03, SE = 0.04, 95% BC CI = [−0.043, 0.104], 因

此未能支持 H5a。 

4.2.2  研究 3b 结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高团队建言条件

下团队建言合法性的平均值(M = 4.30, SD = 0.28)

显著高于低团队建言条件下的团队建言合法性的

平均值(M = 2.24, SD = 0.85), F (1, 164) = 433.1, p < 

0.001, 支持 H1。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本文采用

Mplus 8.0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 10

模型一), 团队建言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建言合法性, 

B = 2.06, SE = 0.10, p = 0.000, 支持 H1; 团队建言

合法性对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的影响显著 ,  B  = 

0.07, SE = 0.03, p = 0.033, 支持 H2b。我们使用

bootstrapping 抽样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4)。结果显示(表 11), 团队建言通过团

队建言合法性正向影响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的间 

 
表 9  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团队建言 

合法性 

团队建言 

实施概率 

团队建言 

合法性 

团队建言 

实施概率 

年龄  0.002 (0.002)  0.001 (0.002)

性别  −0.02 (0.03)  −0.01 (0.03)

教育水平  −0.01 (0.02)  −0.01 (0.02)

团队建言(低团队建言 = 0, 高团队建言 = 1) 0.80** (0.11) 0.07* (0.03) 0.80** (0.11) 0.08** (0.03)

团队建言合法性  0.12** (0.02)  0.10** (0.03)

上级领导开放性(低上级领导开发性 = 0, 高上级领导开放性 = 1)    0.08** (0.01)

团队建言合法性×上级领导开放性    0.03 (0.05) 

R2 0.22 0.31 0.22 0.31 

注：N = 184; *p < 0.05, **p < 0.01, †p < 0.10. Boostrapping =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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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团队建言 

合法性 

向上级领导

传递建言概率 

团队建言 

合法性 

向上级领导 

传递建言概率

年龄  0.002 (0.002)  −0.001 (0.002)

性别  0.08* (0.03)  0.05† (0.03) 

教育水平  −0.03 (0.03)  −0.04† (0.02)

团队建言(低团队建言 = 0, 高团队建言 = 1) 2.06** (0.10) 0.08 (0.08) 2.06** (0.10) 0.11 (0.08) 

团队建言合法性  0.07* (0.03)  0.01 (0.04) 

上级领导开放性(低上级领导开发性 = 0, 高上级领导开放性 = 1)    0.15** (0.03) 

团队建言合法性×上级领导开放性    0.06* (0.03) 

R2 0.73 0.27 0.73 0.36 

注：N = 166; *p < 0.05, **p < 0.01, †p < 0.10. Boostrapping = 2, 000 

 
表 11  中介效应及调节中介效应结果 

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标准误 95% BC CI 

团队建言→团队建言合法性→向上级领导传递概率 0.13 0.06 0.009 0.258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调节中介指数 0.12 0.06 0.013 0.234 

低上级领导开放性(−1 SD) 0.03 0.07 −0.121 0.165 

高上级领导开放性(+1 SD) 0.15 0.07 0.016 0.295 

注：Boostrapping = 2, 000 

 

接效应显著, Ind = 0.13, 95% BC CI = [0.009, 0.258], 

支持 H3b。H4b 和 H5b 分别提出上级领导开放性的

调节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结果(表

10 模型二)发现团队建言合法性和上级领导开放性

的交互作用对向上级领导传递建言的影响显著, B 

= 0.06, SE = 0.03, p = 0.026。调节效应如图 3 所示。

具体来说, 当上级领导开放性低时, 团队建言与向

上级领导传递相关性不显著, Slope = 0.01, SE = 

0.04, 95% BC CI = [−0.058, 0.079]; 当上级领导开

放性高时, 团队建言与向上级领导传递相关性正向

显著, Slope = 0.07, SE = 0.03, 95% BC CI = [0.007, 

0.137], 因此支持 H4b。如表 11 所示, 调节中介指

数也显著, MM index = 0.12, SE = 0.06, 95% BC 

CI = [0.013, 0.234]。当上级领导开放性低时, 团队

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影响向上级领导传递的

间接效应不显著, Ind = 0.03, SE = 0.07, 95% BC 

CI = [−0.121, 0.165]; 当上级领导开放性高时, 团

队建言通过团队建言合法性影响向上级领导传递

的间接效应正向显著, Ind = 0.15, SE = 0.07, 95% 

BC CI = [0.016, 0.295], 因此支持 H5b。 

研究 3 的两个实验结果与研究 2 的问卷调查结

果一致, 均验证了团队建言合法性在团队建言和两

种领导纳谏行为(团队建言实施和向上级领导传递)

之间的正向中介作用。同时, 上级领导开放性不仅

强化了团队建言合法性和向上级领导传递的正向

关系, 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建言通过合法性影响向

上级传递的间接正向效应。 
 

 
 

图 3  上级领导开放性对团队建言与向上级领导传递团

队建言概率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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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本研究基于合法性理论, 结合问卷调研与情景

实验对理论假设进行了交叉验证。研究 1 的被试内

实验证实, 相较于个体建言, 团队建言更能显著提

升领导对建言合法性的感知, 进而促进建言实施和

向上传递。研究 2 的问卷调研和研究 3 的被试间实

验结果进一步揭示, 团队建言合法性是解释团队建

言影响领导两种纳谏行为(建言实施与向上传递)的

重要中介机制。同时, 上级领导开放性强化了团队

建言合法性对向上传递的正向作用及其间接效应。

三项研究一致表明, 合法性机制在解释团队建言影

响领导纳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领导纳谏行为是多

层级情境下合法性评估与上级跨层级影响共同作

用的结果。 

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主要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第一, 将建言纳谏的研究从个体层面拓展至团队层

面, 揭示了团队建言合法性的中介机制。现有研究

主要从人际影响视角出发, 认为领导纳谏取决于个

体建言的内容价值及对建言者的信任(Burris et al., 

2017; Huang et al., 2018)。本研究则发现, 团队建言

通过其普遍性特征向领导传递群体信息与压力, 激

发了更强的合法性判断, 进而影响纳谏行为。研究

1 至研究 3 的结果一致表明, 领导对团队建言的响

应机制已从人际影响转向群体信息与压力视角, 揭

示了集体行为作为权力载体对领导产生的强大向

上影响力。这种集体行为模式本身构成了事实依据

和群体压力, 促使领导对其正当性进行整体性判断, 

而非仅仅权衡具体建议的优劣。此外, 本研究将传

统聚焦于劳资对抗(如罢工或谈判)的集体行动理论

延伸至非对抗性的常规工作场景, 表明集体行动作

为自下而上的赋权工具同样能产生建设性结果, 为

未来研究探索集体行动视角在其他情境中的应用

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 当创新行为以集体形

式呈现时, 其释放的普遍性信号及形成的群体压力, 

可能会有效规避个体创新常遭遇的结构性阻滞, 进

而增强领导认可、推动组织创新氛围, 最终推动组

织的持续发展。 

第二, 揭示了领导−团队微观互动中自下而上

的合法性生成路径 , 丰富了合法性理论的应用情

境。传统合法性理论多关注宏观制度压力或外部文

化认知对组织合法性自上而下或由外而内的塑造

(Scott, 2013), 往往忽视微观互动中的合法性建构

过程。本研究发现, 团队成员共同发声的行为本身

便构成非正式的合法性信号(Bitektine, 2011), 其形

成的集体共识和群体压力促使领导感知行为正当

性。研究 1 证实, 在建言内容控制一致的情况下, 团

队情景下的合法性判断显著高于个体情景, 表明合

法性判断是集体行为转化为领导行动的重要传导

枢纽。这一发现突破了合法性预先存在且稳定的经

典假设(Suchman, 1995), 证明了微观集体行为能够

主动构建合法性并影响领导决策, 拓展了该理论在

微观互动层面的应用边界。 

第三, 细化了领导纳谏行为的类型, 揭示了领

导对团队建言的差异化积极响应策略及其边界条

件。以往文献多将领导纳谏视为单一维度的“建言

实施” (He et al., 2020)。本研究区分了团队建言实

施(本级决策)和向上级领导传递(跨层级协调)两种

纳谏行为。当建言议题处于领导权限内时, 领导可

直接实施 , 履行团队受托人职责(Rousseau et al., 

2018)并强化自身的控制力(Detert & Treviño, 2010); 

当议题超出本级权限时, 领导需转换为传递者角色, 

形成跨层级代理行为。尤为关键的是, 研究 2 和研

究 3 均发现上级领导开放性仅显著强化了团队建言

合法性对向上传递的正向影响, 而对实施行为无显

著调节作用。这一结果表明了两类纳谏行为在领导

决策自主性与行为风险属性的差异。一方面, 实施

行 为 主 要 调 用 领 导 本 级 决 策 权 (Raub & Robert, 

2010), 对外部权威(如上级领导开放性)依赖性较

低。另一方面, 两类行为风险也有所不同。建言实

施风险集中于团队内部(如执行失败影响团队绩效), 

而向上传递则涉及跨层级风险(如被上级质疑自身

管理能力) (Detert & Burris, 2007), 需依高层态度

提 供 合 法 性 共 识 以 化 解 风 险 (Detert & Treviño, 

2010)。由于上级开放性直接关联跨层级互动的风

险缓冲机制 , 故其对传递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

著。这一发现整合了执行者(团队领导)与赋能者(上

级领导)在纳谏系统中的不同角色, 揭示了团队建

言的多层级响应权变机制。本研究同时拓展了合法

性理论的作用边界条件, 即合法性认知对行为的影

响并非无条件普适, 而是受制于行为所涉的权力属

性与风险类型。这一发现深化了合法性理论中关于

多层次合法性匹配的讨论(Bitektine & Haack, 2015), 

强调合法性效应需在组织层级间实现动态匹配。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 

组织应充分认识到团队建言合法性对触发领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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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行为的关键作用, 建议通过制度化宣导明确团队

建言在组织中的正当性基础, 消除领导层潜在的认

知壁垒, 并建立常态化激励机制以推动价值共创。

其次, 针对领导纳谏行为存在的“实施”与“向上传

递”双路径特征, 组织需构建精准的决策与响应机

制。一方面厘清不同层级领导的权责边界, 确保建

言由具备相应权限的领导承接; 另一方面通过领导

力专项培训提升中基层领导甄别建言性质的能力, 

使其能依据议题权限精准选择响应策略, 并畅通跨

层级信息渠道以保障建言落地。最后, 组织应致力

于培育高层管理者的开放性, 将倾听意愿、采纳建

议与支持创新纳入高层管理者的绩效考核, 积极营

造容错文化, 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心理安全感与

制度保障。 

5.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完

善。第一, 问卷调研数据主要依赖于团队领导的单

方评价, 虽采用了时滞设计(Burris, 2012), 仍难完

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未来可采用多来源数据

采集方式(如团队成员评价团队建言)并扩大样本规

模与覆盖范围(如不同行业和地区), 以提升研究结

论的外部效度与稳健性。第二, 研究 1 情景实验中

以建言普遍性作为团队建言的代理指标, 可能未完

全捕捉集体行动的复杂全貌。后续研究可尝试通过

实验室模拟构建真实的团队决策情境, 更精确地捕

捉和测量团队建言的动态过程。第三, 本文尚未深

入探讨团队建言影响团队建言合法性判断的边界

条件, 未来可引入领导与团队互动关系特征(如领

导对团队的认同感、高质量的领导−团队成员关系)

作为调节变量。例如, 当领导对团队认同程度较高

时, 其更倾向于将团队集体建言理解为出于团队利

益的共情性行为(Huang et al., 2018), 从而强化团

队建言行为对合法性判断的正向作用。 

5.4  研究结论 

本文探究了团队建言影响领导纳谏的作用机

制和边界条件, 实现了从人际影响视角向群体信息

与压力视角的理论转向。通过多方法视角的交叉验

证,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与个体建言相比, 领

导对团队层面的建言合法性评价显著更高, 且该评

价对其纳谏行为具有更强的积极影响; (2)团队建言

正向影响团队建言合法性, 且团队建言合法性在团

队建言与领导纳谏行为(建言实施和向上传递)之间

起中介作用; (3)上级领导开放性正向调节团队建言

合法性对向上级传递团队建言的正向作用及团队

建言合法性的中介效应, 但对团队建言合法性和团

队建言实施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揭示了

集体行为作为权力载体对领导决策自下而上的深

刻影响, 为理解多层级组织中的建言转化机制提供

了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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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business landscape, team voice has become a prevalent and highly valued form of 

proactive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and been recognized as a key driver of team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Although team members can typically mak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regarding existing or potential work issues 

affecting the team,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m voice hinges on the acceptance of team leaders and their action on 

such suggestions. Despi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ceptiveness of team leaders to team voice, research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he process of leaders’ acceptance of individual voice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s of such acceptance. 

To explore how and when team leaders act on team voice, we draw on legitimacy theory and a group 

influence perspective to propose that team leaders’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team voice serves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eam voice and leaders’ voice-taking behavior (i.e., implementation of team voice and 

delivery of team voice to higher-up leaders). Additionally, we suggest that the openness of higher-up leaders acts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hat can strengthen the mechanism. 

This study employs a mixed-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experimental designs across three studie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is study collects experimental data from 179 participants in a within-subjects scenario 

design and from 350 participants in two between-subjects scenario designs and three-wave survey data from 99 

team leaders. The within-subjects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voice, team 

voice exert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leaders’ perception of voice legitimacy and subsequent voice-taking 

behavior. Moreover, the survey and two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s consistently support most of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This research makes thre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this study extends the leader 

voice-taking process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the team level. By introducing legitimacy theory from the 

group influenc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eam voice legitimacy is a key mediat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eam voice influences leaders’ voice-taking behavior. This study goes beyond prior research, which 

primarily explored leaders’ voice-taking behavior (e.g., implementation) from a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bottom-up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a vehicle of power on leaders’ behavior. 

Second, this study uncovers a bottom-up legitimacy-generating pathway with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leaders and team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nd thus extends legitimacy theory from 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 

contexts to team-leader interaction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reveals a bottom-up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driven by collective action from frontline members. Finally,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between two 

types of leader voice-taking behavior and reveals the distinct respons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leaders in 

response to team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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